
新中国成立后党加强对科学事业
领导的实现过程＊

———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的考察

向　明

　　提要：建国后，加强党对科学 事 业 的 领 导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既 定 方 针。中 国 科 学 院 是 发 展 科

学事业的中坚力量，建院初期，相对于院行政领导集体的显赫地位，院党组成员的社会影响力明

显较弱，难以实现对科学事业的 领 导。因 此，中 央 不 断 通 过 外 调 高 级 别 行 政 干 部 充 实 中 国 科 学

院党组，张稼夫和张劲夫先后担任党组书记。通过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党的会议制度，

落实秘书长制度等系列举措，逐步实现了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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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下，各党各派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了

政权。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将一些中央政府所辖部门的行政领导权交予了民主党派或

无党派人士，但是从长远考虑，中央在政务院下辖各部门大多设置了党组。此后，加强各部门的党组

力量从而实现党的全面领导成为了党中央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科学院是新政权的一个重要部

门，党组的设置自然不可避免。早在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之前，中央就让恽子强、丁瓒等党的领导干

部负责整合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研究力量和资源，为科学院的正式成立筹备布局。科学院成立

以后，此二人分别被任命为院党组书记和副书记。建院之初，科学院的党组是没有对外公开的，党组

成员很少且不固定。据樊洪业考证：“中国科学院党组成立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首任党组书记恽子强，副

书记丁瓒，任期至１９５２年底。初期院党组成员先后有恽子强，丁瓒，汪志华，严希纯，孙桐，吴征镒，李

亚农，范文澜，关肇直，曹日昌，刘大年，张克明，秦力生”。① 其中前五位是１９４９年 的 党 组 成 员，李 亚

农、范文澜、关肇直和曹日昌是１９５０年加入的党组成员，刘大年和张克明是１９５１年加入的，秦力生是

１９５２年加入的。相比于中央给科学院配置的行政领导而言（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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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竺可桢、吴有训、办公厅主任严济慈），党组成员的综合影响力远不及行政领导集体。面对这样一

种格局，如何在中国科学院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一重要问题同样也存在于其

他政府部门。由于建国后的档案资料很多没有公开，学界对建国后中央政府各部门如何加强党的领

导的研究非常薄弱，具体到中国科学院党的领导加强过程的研究，也只是分布在回忆录、日记、人物传

记以及口述史访谈等资料中，零散且不成系统。本文将对这一问题做系统的考察，以求教于学界。

一

早期的中国科学院，是政务院下辖的一个部门，院长内定为郭沫若，党组书记为恽子强。郭沫若

是中共秘密党员，建国后被委以重任，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及文教委员会主任。由他来兼任中国科学院

院长，中央自有深意。首先，郭沫若虽然是中共秘密党员，但公开身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内定他为院

长正好符合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其次，中国科学院是学术人才集中地，按照常理，院

长必须在学术方面有一定的造诣方可服众。郭沫若当选过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力；最后，以恽子强为书记的科学院党组力量薄弱，中央需要一位跟党靠拢的院长来贯彻执行党的科

学方针。由此可见，由郭沫若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是党中央最合适的安排。龚育之分析：“共产党来

领导新中国科学的时候，郭沫若恐怕是一个很自然的人选。尽管郭沫若最有影响的是文学，是政治言

论，但是共产党需要一个跟党很靠拢的、实际上是秘密共产党员的人，而且连国民党都承认他为院士

的人。郭沫若当院长，与这个背景不无关系”。① 除郭沫若外，科学院还配备了几位在科学界颇有威望

的领导，如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严济慈等。

相对于院行政领导集体的显赫地位，院党组成员的社会影响力明显较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

中国成立伊始，在党内选出一位有深厚学术功底的革命干部是一件困难的事，理想人选的标准是：学

术地位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属于一个量级，在党内有较高的地位。显然，找不到这样的人选。因此，

恽子强被选为党组书记，②仅是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相对理想人选。恽子强有

丰富的革命经历、较丰富的科学管理经验和一定的科研素养，但称不上是科学家。他早年在苏北新四

军军部工作，创办过医学院，筹办过制药厂。由于工作需要于１９４３年１月启程赴延安，“１９４４年６月，

延安自然科学院改由原军工局长李强任院长，恽子强任副院长”。③ 在延安，像恽子强这样受过系统科

学训练的干部很少。后根据组织安排，调到华北大学工学院，担任副院长。从他的经历来看，恽子强

是一位党性修养很高的科学战线上的领导干部，每一次都坚决服从党的安排。除了担任党组书记，恽

子强还兼任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编译局副局长等职。建院之初，虽然他是党组书记，但是其在科学

界没有深厚的影响，“兼任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的角色意味着他和副院长之间差距较大，领导科学家

对其来说也是不可及的。

除恽子强外，中央还选定了一位党组副书记：丁瓒。丁瓒是心理学家，在科学界的影响力高于恽

子强，但是科学造诣远不及其他几位副院长。他虽是中共党员，但缺少延安经历。因为长期在国统区

工作，和国统区的科学家关系密切。中宣部长陆定一受命筹建中国科学 院 时，就 安 排 丁 瓒 做 具 体 工

作。同恽子强一样，领导科学家对其来说也不可及，但是在科学家和党组织之间，他是重要的桥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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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一定的影响力。

除以上二人之外，还有其他几位党组成员，他们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和院部机关。范文

澜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地位，此时担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吴征镒此时任植物分类研究所副所长；李亚

农此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刘大年是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曹日昌长期在海外从事地下

党工作，推动海外留学生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后担任计划局副局长；关肇直从海外留学归来，此时参

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筹建工作，担任图书管理处处长；严希纯担任行政处处长；孙桐担任人事处副处

长；汪志华担任秘书处副处长；张克明是秘书处秘书。上述成员，从学术影响和党内地位两个层面分

析，除了范文澜，其他成员的影响力均是有限的，其综合影响力远不及中国科学院行政领导班子。

加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是中共政权的一个既定方针。但是建院初期，党组做不到对中国科学

院的领导。一是因为科学界不同于其他领域，选拔合适的党员干部存在较大困难。二是因为“中共一

方面尊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府机构中遍设党组；另一方面须践行‘政策

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以统战策略维护按《共同纲领》与党外民主人士协商执政的外观格局，在决策和

操作层面起实质性领导作用的党组暂时处于隐蔽状态。１９５３年之前，中国科学院党组活动不仅未见

于公开宣传，也未见于内部档案的记载，甚至由基层人事部门负责管理的档案中，身为党组成员的个

人履历中也不得显示这一记录”。①

面对上述状况，调整充实中国科学院党组是必然的。出于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和对科学家的尊重，

中央还是尽可能调配有科学文化背景的管理干部。但是找出同副院长影响力相匹配的党员干部客观

存在困难。那么如何充实党组力量呢？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是外调高级别的行政干部来充实中国科

学院党组；二是在科学家中发展党员。前者是最直接的方式，秦力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了中

国科学院。１９５２年初，因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严济慈奉命前往东北组建东北分院，办公厅主任一职

空出。１９５２年９月，时任西康省委副书记的秦力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在充分考虑了秦力生多年的

实际工作业绩及工作作 风 之 后，组 织 部 决 定 派 他 到 中 国 科 学 院 工 作，任 办 公 厅 主 任，并 为 院 党 组 成

员”。② 秦力生来到中国科学院的行政职务是办公厅主任，这一配置打破了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党组领

导担任办公厅副主任的上限。秦力生的加入充实了党组力量，但是在科学院内还是做不到“有效地发

挥党的领导作用”，在中国科学院内部重大决策和重大活动组织的过程中，党组成员追随行政领导集

体的局面没有根本变化。

二

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４日，中央任命张稼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稼夫是一位受过高等教

育的高级领导干部，有较丰富的革命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西北局常委等

职。③ 张稼夫刚到中国科学院不久，就参加了访苏科学代表团的组建工作。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参加

代表团，并担任代表团党支部书记，回国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忙于以党组名义向中央递交《中国科学院

党组关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不同于恽子强，张稼夫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是

科学 院 副 院 长，因 此 重 大 场 合，他 能 代 表 领 导 班 子 出 现，这 也 从 一 个 侧 面 体 现 了 党 组 领 导 的 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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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大约在当年三四月间，张稼夫因病住院”，①经诊断为“疲劳症候群”，并患有“进行性的大脑

动脉硬化”，医生建议其疗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决定调离张稼夫。

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０日，政务院任命郁文为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党组成员。郁文长期战斗在新

闻宣传战线，西安解放后，他被调任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调任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张稼夫

是西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属于郁文的老领导。可以说，中央调郁文来中国科学院，既是充实中国科

学院党组力量，也是为 了 配 合 张 稼 夫 开 展 工 作。郁 文 上 任 后，主 要 分 管 人 事 工 作 和 宣 传 教 育 工 作。

１９５４年设立人事局，他任局长。１９５６年任副秘书长，继续分管政治工作、人事教育和党务工作。

从１９５２年下半年到１９５３年上半年，秦力生、张稼夫和郁文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院党组力量得

到了一定的充实。从１９５３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隐蔽的党组进入了公众视野。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４日，当张

稼夫尚在出访苏联期间，中国科学院召开了首届党支部大会，据竺可桢日记记载：“主席团有关肇直、

李明哲、周志成、彭庆昭、沈云、恽子强、王荣俊、胡雨人、范文澜、张克明、郁文、秦力生、张庆林等十三

人。秦力生做主席报告。１９５０年党员五人。ｌ９５１年成立支部，党员十三人。去年七月党员５６人，现

有１６７人”。② 秦力生的报告简要概述了建院以来党员人数的增加过程，也是中国科学院党组织壮大

的直接反应，此次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张稼夫参加访苏代表团回国后，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在苏联科 学 院 也 是 一 个 不 断 增 强 的 过 程，

“当时苏联科学院中也没有党的组织，只有一个共产党员是扫院子的工人（现在是生理研究所的行政

副所长），党只有通过比较进步的科学家领导科学院的工作。现任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以前

的院长都不是共产党员，直至一九二四———二六年才开始在科学院中建立党的支部”。③ 张稼夫上任

后，先是熟悉工作、适应工作，接下来开始着手推进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有如下几个重要举措：

首先，调配党员干部充实研究所。１９５３年１１月，张稼夫上任不久，即以中国科学院党组名义给中

央打报告，提出“请中央调给科学院２０个相当于司局级或地委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充任研究所的行政

副所长，以加强党的领导”。④ 当然，一次调配２０位党员干部来院工作是一件困难的事。１９５４年３月

４日，张稼夫致函中央，就干部调配再次做了请求。中央领导３月８日回复：“稼夫同志：科学院局司级

干部配备，已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但尚须等候中央批准，始可正式任命”。⑤ 这段材料清晰地

反应出，中央对张稼夫的请求是支持的。主管科学工作的陈毅面对张稼夫的请求，“说你这一个摊子

比一个方面军还难搞，我给你从复转军人中找些干部吧，后来果然调来了一批”。⑥ 但是调配的速度和

人数都没有达到张稼夫的预期。因此，直到他离任前，还在向中央呼吁，调配党员干部充实研究所队

伍，“我们现在还有许多所是由人事干部或办公室副主任进行党的工作，今后除由我们设法在现有党

员中培养和提拔外，尚望中央和各地方党委给以大力支援”。⑦

其次，召开人事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建院伊始，人事工作隶属于办公厅，人事部门仅是处级建

制。张稼夫上任后，中国科学院于１９５４年成立了人事局。在人事局组建的前提下，中国科学院党组

于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５日至３０日召开了第一届人事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京、东北和华东各单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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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６５页。
《竺可桢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４日日记》，《竺可桢全集》第１３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１９５３年）》，中国科学院内部出

版，１９９６年。
苏世生等：《郁文》，余志华主编：《中国科学院早期领导人物传》，第３９０页。
《３月４日汇要》，《中国科学院史事会要（１９５４年）》，中国科学院内部出版，１９９６年。
张稼夫：《庚申忆逝》，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３３页。
张稼夫：《中国科学院在中央召开的知识份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要点》，《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１９５６年）》，中 国 科 学 院 内

部出版，１９９９年。



员干部１４８人。张稼夫在会上作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在科学工作中的政策》的报告，对党领导科学

事业进行了阐述。这次会议按照中央的指示，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了分析。“由于当时

党的工作大多依托在人事部门，党员骨干多数分布在人事系统，因而行政上称这次会议为中国科学院

第一次人事工作会议，党内则称为党的工作会议”。① 继１９５３年４月，中国科学院召开首次党支部会

议，１９５４年９月又召开第一届人事工作会议，党的工作会议的模式开始成型，这是加强党的领导的结

果，也是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的起点。

最后，组织召开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７日中央批准中科院党组由７人组成，

由张稼夫首先在中科院党组宣布：“近年一月十七日中央讨论通过中国科学院党组名单，这个名单中

除我之外，还有潘梓年、陈康白、武衡、秦力生、尹达等六人”。②

在此基础上，按照中央的要求，１９５５年３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郭沫若应邀出席，

并讲了如下的话：“科学院在１９５２年以前，党的核心力量很弱。自从１９５２年底稼夫和力生等同志加

入之后，确实和过去不同，这证明党的力量加强工作即有所改进，如能更进一步的加强，就会有更进一

步的改进，此次党组扩大会议，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党员干部之间更加团

结了。这将会加强党组的领导，但我对加强科学院党的领导还有两点建议，一是请中央派一位更高级

的、真正有领导能力的同志担任院长职务，只有如此，才可以和政府有关各部有机联系，也可以统筹规

划科学工作，我在这里不是说客气话，让我多学两篇文章比当两三年院长更有好处。请陈毅同志把这

个意见向中央转达一下，不然，我见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是要提的。请中央不要把我当成统战对象看

待。让我领导科学院的工作，确实值得考虑。”③

郭沫若在讲话中提到１９５２年之前，中国科学院党组力量很弱。张稼夫和秦力生来了后，确实与

过去不同，有所改进，此评价较为客观。总之，张稼夫时期，通过上述举措，给外界的直观感受是，中国

科学院党的领导正日益加强。

按照中央的要求，此次党组会议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中科院的党组工作进行深入反思。在小范

围内，张稼夫进行了自我批评：“大家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我做为一个班长，也不满意”。④张稼夫提

到的“大家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是普遍存在的，从会上党组成员发言来看，党组内部确实存在矛盾，

矛头多指向了张稼夫工作随意性较强，大事管的少，小事管的多。秦力生在发言中说：“稼夫同志的工

作作风，是对小事抓的紧，大事他又不大管。”⑤

对于中国科学院党组内出现的这些现象，中央是了解的也是不满的。更让中央不能接受的是，这

段时间有人提出请中央撤换中国科学院院长。在党组会上，“陈老总动情地说，郭老是中国科学院院

长的合适人选。你们要撤换郭院长，你们自己去向中央反映，但是，你们在反映时必须加上一句，我陈

毅不同意”。⑥ 想必上述言论也传到了郭沫若耳中，这也是郭沫若在发言中提出自己想辞去中国科学

院院长的重要动因。

综合上述原因，中央觉得张稼夫缺乏协调党政的能力，也缺乏协调党组成员之间关系的能力。显

然，由张稼夫继续担任党组书记已不合适，于是党组扩大会议之后不久，中央决定调离张稼夫，调入张

劲夫。张稼夫之所以被调离，身体不好是直接原因，但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央觉得从领导能力来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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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世生等：《郁文》，余志华主编：《中国科学院早期领导人物传》，第３８６页。
《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院档１９５５－０１－００１－０３，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
《郭沫若院长在中国科学院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院档１９５５－０１－００１－０４，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
《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张稼夫发言》，院档１９５５－０１－００１－０３，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
《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秦力生发言》，院档１９５５－０１－００１－０３，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
薛攀皋：《不曾想走的路：我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史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３１１－３１２页。



已不是领导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合适人选。据于光远回忆：“我国的科学工作规模逐渐扩大，地位也日

渐提高，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给管起来。张稼夫是位很好的老同志，只是能力显得弱些”。① 这

样的评论恰如其分。

三

１９５６年中央知识分子会议提出“向科学进军”后，中央决定进一步充实中国科学院党组。１月份

会议刚结束，２月份就开始了人事调动，张劲夫、裴丽生、杜润生在这时调来中国科学院，组成了新的党

组。此轮人事调整，也是在陈毅的主导下进行的，“增加了张劲夫，调出张稼夫，然后成立一个秘书长

队伍，这是陈毅同志出的主意”。② 建立秘书长制度不仅是为了加强中国科学院党的领导，更是推进实

现党组集体领导。

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０日，由郭沫若向院内宣布人事调整，当天，竺可桢日记记载：“下午三点，郭院长公

布科学院人事方面的变动：张稼夫副院长调二办为副主任，由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张劲夫为副院长。同

时以山西省长裴丽生为秘书长，农村工作部杜润生做科学规划”。③ 此次人事调整力度很大，对中国科

学院党组是一个极大的充实。

张劲夫于１９５６年３月９日正式上任。他是一位受过系统高等教育训练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跟随陈毅，新中国成立后，先在浙江省主管财经工作，１９５２年秋调任华东

局财委副主任，后被中央调任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从《张劲夫访谈录》一文来看，调张劲夫

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是陈毅的提议，中央做的决定，中组部长安子文做的通知。张劲夫跟随陈

毅多年，此时主管科学工作的陈毅调张劲夫来中国科学院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裴丽生随张劲夫一起来到中国科学院，被任命为党 组 副 书 记，行 政 上 先 任 秘 书 长，后 任 副 院 长。

他也是一位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太原解放后，裴丽生担任市长，后逐步升任山西省省

长。从现有资料来看，他是张劲夫的得力助手，在后来国家重大科学专项工作中，多有裴丽生的身影。

杜润生也是随张劲夫一起来到中国科学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他本身就是一名学

者，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被毛泽东主席批评为“像小脚女人走路”而降职来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到院

后，他首要工作是参加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制定。规划制定接近尾声之时，杜润生申请调到地方

工作，没有成行。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留下杜润生以及重用杜润生，都和张劲夫有密切的关系。张劲

夫之所以有这样的思考，出发点是加强党的领导，在党组内形成一体两 翼 的 领 导 核 心。据 张 劲 夫 回

忆：“我说，裴丽生也很好，他是一位老同志了，做实际工作很努力，很认真负责，埋头苦干，这是一

个很好的助手。但是，在科学院工作只有这个助手，我工作还做不好，我还需要一个助手，就是有理

论水平、有见解的同志。因此，我建议把裴丽生同志也作为副院长，杜润生同志就作为秘书长。”④

张劲夫上任时，中国科学院党员数量以及党组的领导力较张稼夫上任之初已有很大改观，这为张

劲夫在中国科学院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打下了坚实基础。张劲夫上任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

岗位，为加强党的领导，张劲夫采用了以下几项重要举措：

首先，落实秘书长制度。上任后不久，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８日，张劲夫主持召开院党组会议，报告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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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改进科学院党组领导工作的全面设想和步骤安排，重点是落实秘书长制度。张劲夫在报告中指出：

“院部组织这是领导核心，应考虑迫切重大问题，秘书长制度从总的精神上讲是学术行政一致，而不是

并列。须增设副秘书长，明确秘书长和院务会议的关系，既明确后，经常的工作和组织工作秘书长就

应多考虑多准备，帮助院务会议解决问题”。①

张劲夫的全面设想，旨在突出秘书长的作用。“明确秘书长和院务会议的关系”，为加强党的领导

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切入点。这样一来，裴丽生的角色在中国科学院就显 得 格 外 重 要，从 后 续 实 践 来

看，有担任省长经历的他有能力肩负这个角色。张劲夫全面突出裴丽生秘书长的地位，旨在希望其把

中国科学院的行政事务抓起来，自己也能从繁忙的行政事务中抽身。

秘书长制度落实后，张劲夫加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有了重要抓手。院党组逐渐成为中国科学

院的行政枢纽，反之，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的召开逐年减少，郭沫若参加此类会议次数也呈递减

趋势。据统计，１９５６年全年共召开３８次院务常务会议，郭沫若出席２９次，１９５７年全年共召开２１次

院务常务会议，郭沫若出席１１次，１９５８年全年共召开１３次院务常务会议，郭沫若出席２次。在院务

常务会议日益减少的同时，党组会议主导中科院重大决策的局面开始形成。

其次，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张劲夫上任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在每年年底或次

年年初召开一次党组扩大会议。旨在全面改善党组织涣散的局面，突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会议主要

“吸收各分院和研究所的党领导人参加，总结当年或上一年的工作，部署和讨论研究全院和研究所的

各项重大事宜，做出结论后就回去传达和贯彻落实，使党组织上下的意见得以顺畅贯通，遇到问题也

能及时解决。从此，党组织涣散的局面得到显著改观，显示出党领导核心的作用”。② 上任后，张劲夫

也多次打报告给中央，要求调配党员干部充实中国科学院。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７日，院党组呈请中央为科

学院配备党员领导干部８９人，中央给予了一定的支持。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从中央十二个

部委抽调２０名司局级党员干部到有关研究所工作，以加强党的领导力量。③ 这与中国科学院党组的

请求尚存在一定差距，于是，张劲夫常以党组名义致函中宣部、中组部，请求调配干部。中央对中国科

学院的请求，虽不是一步到位的满足，但也是高度重视，积极支持，中国科学院的党员干部队伍不断得

到充实。

最后，加强与中央和主要领导的沟通。张劲夫上任前，中国科学院党组与中央及主要领导人的沟

通多经过中宣部，张劲夫上任后，以党组的名义与中央以及主要领导的 沟 通 明 显 增 多。据 龚 育 之 回

忆：“自从张劲夫、裴丽生、杜润生来了以后，整个科学院事业规模大了，任务重了，领导强了。很多重

大问题中央就直接找科学院党组，找张劲夫这些人，基本上不经过中宣部了”。④ 龚育之此言恰当公

允，有很多例子可以佐证，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中国科学院举办“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为使中央领导

了解科学院情况，张劲夫委托胡乔木妻子、时任中科院新技术局局长的谷羽去请中央领导。经过谷羽

努力，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观了展览会，包括毛泽东也到场参观并接见了科学家。张劲夫

请来毛泽东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既是为了让中央领导了解中国科学院情况，也是为了树立中国科学

院的形象，更好地充当“科学火车头”的角色。“张劲夫曾抱怨说：科学院的婆婆太多，不好办事。国家

科委、经委、计委、建委、财政部，等等，哪一关都可以把你卡住。要想办法通天，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

志的支持，就好办了。１９５８年，终于请毛主席来院视察，直接向他汇报情况”。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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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夫上任后，通过上述举措，党的领导在中国科学院得到全面加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党组领导科学发展战略制定的局面形成。既往，中国科学院的重大发展战略，多是由院长、

副院长牵头制定。到了张劲夫时代，局面发生改变。例如《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完成后，张

劲夫带着规划向周总理汇报，总理提出，这么多重点，国务院应该主要抓哪些？张劲夫“当机立断决定

趁着参加规划的科学家还没有离开北京，又召集他们研究这个问题。……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

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这些是重中之重，要摆在其他重点任务的前面来抓，就叫‘紧急措施’。‘四项紧

急措施’因此得名”。① 从上述材料，可见张劲夫的魄力，“当机立断”召集科学家研讨四项紧急任务，是

党组实现对科学发展战略制定领导的直观表现。

其次，党组领导科学管理政策制定的局面形成。既往，中国科学院的科学管理政策，主要也是由

院行政领导班子牵头制定，张劲夫上任后，发生了变化。例如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底，张劲夫决定由杜润生

主持，为扭转大跃进以来的科研局面拟定政策、起草条例。杜润生圆满完成了任务，提出了“对当前科

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初稿有１５条，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京区所长和党员副所长会议，经过讨论修

订为１４条。１９６１年４月初，张劲夫向分管科学的聂荣臻副总理汇报，这就是《科研十四条》出台的大

概过程。紧接着，党组又制定了更加细化的、具体指导科学院工作的《三十 六 条》和《七 十 二 条》。显

然，党组领导科学管理政策制定的局面已经形成。

最后，科学家向往加入党组织局面形成。１９５６年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总理在报告

中指出，“必须纠正过去很少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关门主义倾向。要求各级党委作出在知识分子

中发展党员工作的计划”。② 值此机会，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和一些科学家纷纷要求加入党组织，

如郭沫若、李四光和钱学森，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召开了专门会议，“会议听取了郁文同志介绍了郭沫

若、李四光、钱学森三同志入党问题的情况。一致同意接受这三个同志入党。其中郭沫若同志是重新

入党，不要候补期；李四光同志候补期半年；钱学森同志候补期一年”。③ 加入共产党后，１９６０年４月，

郭沫若被批准进入中国科学院党组，院党组宣布，“经中央批准，郭沫若为科学院党组成员，杜润生为

党组副书记；裴丽生为副院长，杜润生为科学院秘书长”。④ 上述局面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科学院权

力天平向党组一端倾斜的直接体现。

结　语

科学家和科学研究人员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加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

是摆在中央面前的一件大事。在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国科学院，中央一方面通过外调高级别行政干部

来充实中国科学院党组，另一方面通过在科学家中大力发展党员来壮大党组织力量。自１９５２年底中

央派秦力生到中国科学院任职拉开了加强党的领导的序幕后，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科学院院长、副院

长和众多科学家纷纷要求入党局面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科学院已经实现了党对科学事业的系统领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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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党加强对科学事业领导的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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